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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伪政权对“双十节”的纪念与阐释

□周　游

（华东师范大学 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，上海200241）

【内容摘要】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、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，“双十节”是民

国时期各政治力量表达意识形态、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时域，即使屈服日

本的汪伪政权，也极力利用此政治资源。汪伪不仅每逢“双十节”大张旗鼓开展“国

庆”纪念活动，而且也在纪念主题上借题发挥，他们通过阐释辛亥革命历史与孙中

山遗嘱，凸显“中日和平”，为其“和平运动”服务，连接“孙—汪”，以建构自身政权

的合法性。透过汪伪政权的“双十节”纪念，也可以观察到政治节日、辛亥革命历史

资源政治运用的多面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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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年 3月 30日，正当中国人民奋

力抵御日本侵略者处在极其艰难的抗战

相持阶段之际，汪精卫集团在日本的扶

持下，于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。汪伪建立

后，出于政治的需要，除了承袭战前国民

政府的名称、组织和机构形式外，还着意

利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为自己服务[1]。

作为民国国庆的“双十节”，便是这种政

治符号之一。而对汪伪政权的“双十节”纪

念，学界还缺乏研究[2]，本文就是通过考

察汪伪对“双十节”的纪念，来观察汪伪如

何运用这一政治节日，在阐释辛亥革命

历史与孙中山遗嘱的同时，建构自身政

权的合法性。

一、汪伪政权“双十节”的纪念活动

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，日本曾于1937

年12月和1938年3月，分别在北平和南京

组织了伪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和伪“中华

民国维新政府”。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，这

两个伪政府并未有明确的纪念“双十节”

活动，直到合并组建汪伪南京国民政府

后，才开始大张旗鼓加以纪念。其所以如

此，大概与汪精卫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和

在国民党内曾经拥有的地位，以及伪“中

华民国国民政府”需要承接既往国民党政

府的政治资源以附会其合法性有关。

汪伪的“双十节”纪念活动，与战前的

社会科学论坛  2013/7   学者论坛

DOI:10.14185/j.cnki.issn1008-2026.2013.07.013



206

社会科学论坛  2013/7   学者论坛

南京国民政府和战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一

样，也很注重仪式的“威严”。1940年9月

4日，汪伪颁布训令，重申1928年南京国

民政府的通令，要求各种庄重集会列入

“恭读总理遗嘱”，但禁止游乐场所“轻亵

滥用”，表示“事变以来”，秩序未复，各游

乐场所“不明所以”，列入“恭读总理遗嘱”

一项，“有碍本党尊严”，对总理有失“敬

意”。因此，汪伪通令各党部，“就地切实指

导”[3]。1942年11月3日，伪政府发布训令，

要求“国庆日”行阅兵礼，卫戍地和驻扎地

均举行大阅。南京由“国民政府主席”、或

最高军事长官会同中央各军事部长行之，

汪伪统治下的各省由驻扎在该地的最高

军士长官行之。行阅兵礼时，除过“特别事

故外”，各机关部队军官均应服常礼服佩

刀莅场参加。对鸣放礼炮的时间，汪伪规

定在“双十节”、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、总

理诞辰日等节日正午进行[4]。

汪伪在“双十节”纪念中注重仪式庄

重“威严”的同时，像唱“国歌”“恭读总理

遗嘱”与“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”

这些南京国民政府常用的仪式也必不可

少。这些象征政权合法性的仪式，不仅在

汪伪中枢、各级政权的纪念仪式中普遍

存在[5]，就连为庆祝“国庆”而举办的学生

运动会中也有此种仪式。如1942年“双十

节”，汪伪在南京举办学生运动会，其纪念

仪式中就设有“唱国歌”“向国旗暨国父遗

像行最敬礼”和“恭读国父遗嘱”等[6]。

除过这些纪念仪式外，汪伪还利用修

建与国民革命相关的纪念建筑，来体现自

身的“正统”性。在1942年“双十节”纪念会

上，汪精卫报告修建纪念祠和纪念塔的意

义，认为原纪念塔上的文字，大多记载不

全，为保存国民革命的整体观念，要求将

自广州起义以来所有“阵亡军人”“就义党

员”以及致力中华民国建立的死难者全部

加以“崇祀”[7]。同时遵照汪伪“中央政治委

员会”决议，祠堂改建为“国民革命烈士灵

位”，右刻“总理遗嘱”，左刻“国歌”。纪念塔

内刻“国父遗训”[8]。之后汪伪政权颁布训

令，要求在“国父逝世日”（3月12日）、“国

父诞生日”（11月12日）两个时间，对革命

先烈“分春秋二季举行祭典”[9]。

“双十节”有“庄重”的一面，还有“欢

庆”的一面。汪伪在“双十节”也通过开展

一些游艺活动来展现自身的意识形态，如

播放电影、广播演讲等。在1942年“双十

节”纪念期间，汪伪就安排“中华电影公司

巡回放映班”放映体现“中日友好”的“日

使访华影片”[10]。1944年“双十节”，汪伪不

仅要求各影院于10月9日起，一律放映有

关国庆纪念及“复兴建设”之影片外，还在

广播节目中安排了“国府要人”的“双十”

纪念特别演讲，以及出席“大东亚青少年

指导者”会议代表做广播演讲[11]。

在“双十节”，汪伪也会邀请“外国官

员”“共庆”，以显示自身政权并非孤立，

而是有“国际社会”的支持。届时，法西斯

各轴心国的“驻华使节”与汪伪的“驻京长

官”，均会到场“观礼”和参加宴请活动[12]，

如1943年“双十节”，褚民谊在鸡鸣寺欢

宴各驻南京外交团人员，其中有日本“大

使”谷正之、“满洲大使”吕荣寰、西班牙

“公使”麦唐纳、丹麦“公使”高霖等[13]。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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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在福州路警察俱乐部

举行茶会，招待“外宾”“市政谘询委员”

及“各界领袖”，席间“中外嘉宾”“互祝国

运昌隆”，情绪极“热烈”[14]。德、日等法西

斯国家亦利用此“国庆”时机，表示对汪

伪的支持。1942年“双十节”，德国元首希

特勒致电汪精卫，祝贺“中国国运昌盛，

前途无量”[15]，1943年“双十节”，日本天

皇、德国元首希特勒分别发来贺电，向汪

精卫表示祝贺[16]。

二、对辛亥革命的阐释与

“中日和平”的建构

汪伪政府的“双十节”纪念活动，形式

上与同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并无大异，但体

现的主题却大相径庭。

“双十节”是纪念辛亥革命的政治节

日，其纪念主题必然与对辛亥革命原因、

意义、成败的阐释有关。在这些问题的阐

释上，汪伪与重庆国民政府形同实异。

表面上看，它们之间的说法有不少相

同之处。

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，在伪政权中任

宣传部次长的周化人总结了三点：即清廷

外交失败、敷衍立宪、农业经济基础的动

摇[17]。而辛亥革命成功的要素，陈景华在

纪念文章中称，是自惠州之役至黄花岗之

役的“一贯的”“悲壮热烈”“屡仆屡起”，足

以“惊天地”“泣鬼神”的革命精神[18]。

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，周化人称，辛

亥革命是“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政治革

命”，它使自秦以来两千年专制制度宣

告结束。辛亥革命不仅是民权革命，也

是“中华民族民族自觉的第一声”[19]。陈

景华表示，辛亥革命粉碎专制创立民主

制度，是中国历史上“划时代的转折点”，

是“五千年专制与共和的分界点”，是

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挣脱五千年专制势力

的“更始之日”，也是“国家民族的新生与

民族斗争的开始”。陈还指出辛亥革命有

“反帝反封”的性质，它是中国起死回生的

一剂“续命汤”[20]。

辛亥革命最后是成是败？汪伪集团大

体也持成败各半的论调，认为辛亥革命仅

仅是“对内的民族革命的成功”，而不是“对

外的民族革命的成功”，更不是三民主义

的成功；辛亥革命在对内推翻清廷方面是

成功的，在对外摆脱列强方面，建立“全民

政治与发达国家经济”方面都遭挫失败，

“这是辛亥革命的遗憾”[21]。而失败的原因，

或强调民国建立后，一部分同志以为革命

已经成功，不必再进行艰苦的奋斗，他们

于是卸下精神的武装，走上享乐之途，更

有一部分意志薄弱对主义缺乏信仰的人，

在利诱之下居然中途变节，向“反革命的

势力投降”，导致反革命的势力压过革命

的势力[22]。或指当时革命者对革命认识不

清，对革命主义和政纲没有充分研究，在

实际中只注重“民权与政权之争”，而没注

意到“党”，尤其没有注意到“党的下层工

作”，没有使“党”与民众发生关系，“党”等

于说“只有栋梁而没有基础”[23]。

这些论述确实是战前的南京政府和

抗战时期的重庆政府经常提到过的，不足

为奇；但在这些表面一致的背后，汪伪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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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蓄意的“暗度陈仓”，强调“中日和平”历

史“合理性”的目的。

汪伪集团“讴歌”孙中山领导辛亥革

命，创建民国，抵制列强侵略，但对待列

强的态度，却“爱”“憎”各异，强调对中国

侵略的是英美，日本则是中国革命的支

持者。近代中国之所以要“革命”，是为“排

除英美的侵略”“求民族地位之平等”[24]。

民国建立后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所以

不能实现，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一般民众

忽略了孙中山的“大亚洲主义”，未能与日

本“同甘共苦，互相提携”，更“不幸”的是

被英美“所挑拨所离间”“随使两国同胞，

格莫误会”[25]。

日本对中国的侵略，汪伪不但只字

不提，反而强调其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帮

助，高唱“中日和平”。汪伪集团肆意发挥

和夸大革命党在历史上与日本的关系，宣

称孙中山自致力革命以来，即认定中国

革命若要成功，须“获得日本之谅解与援

助”。因此，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后，致力于

中国革命“专于联络日本有志之士”，而日

本人同情中国革命，不惜牺牲生命，原因

就在于其认定“日本要保卫东亚，藉以保

卫自己，必须寻找一个同力合作的友邦”。

中国革命之所以发生，正在于“日本之策

励所致”[26]。

在“双十节”纪念中，汪伪极力也阐释

孙中山的“大亚洲主义”，为日本的“大东

亚战争”摇旗呐喊。

孙中山的“大亚洲主义”，是其在1924

年11月路过日本神户时受邀发表演说时

提出来的，其主要内容是希望日本战胜俄

国、成为东亚强国之后，发扬王道与仁义

的文化精神，联合中国共同领导亚洲各民

族，对抗西方以强权与功利为基础的“霸

道文化”[27]。但是孙中山的“大亚洲主义”

是其“民族主义”中颇具歧义性的一个问

题，它的主旨是联合亚洲各国人民共同反

抗西方侵略，而且这种联合主要是中日联

合，孙的整个革命生涯都不排斥“中日亲

善”“中日合作”[28]。孙中山“大亚洲主义”

内涵的歧义性和模糊性，为汪伪的解释提

供了空间。

汪精卫在1940年“双十节”纪念中就

说，中日“共存共荣”“协力前进”，不仅可

以完成“建国工作”，也能藉此实现“总理

怀抱之大亚细亚主义”[29]。1941年“双十节”

有人写文章特别引出孙中山“中国革命之

成功，有待于日本之谅解”之遗言说事，说

中国之“民族运动”应遵照“国父大亚洲主

义的遗训”，努力和日本“取得协调，敦睦

邦交”“提携合作”，使中国复兴与日本发

展“利害一致”“共同努力于新东亚之建

设”[30]。1944年“双十节”，陈公博演讲称，

中国参加“大东亚战争”，是吻合“国父的

大亚细亚主义”的，是遵循“联合世界上以

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奋斗、努力迈进”的

“国父遗嘱”。中国这次“参战”，不只为自身

求解放，也是为“东亚各民族求解放”。因

此，中国人民“应与日本协力，保卫东亚，

和解放东亚”[31]，充分认识国父所指示之

国民革命方针，觉悟“大亚西亚主义”，乃

是救中国与保卫东亚之“唯一大道”与“最

高原则”[32]。

汪伪把“大亚洲主义”阐释为“中日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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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”“中日亲善”，其方式就是要以“和平运

动”的方式消弭抗战，与日本计划的“大东

亚共荣圈”“连接”起来，所谓“和平、反共、

建国、兴亚”，进行“国民运动的再出发”。

中日两大民族应同时于“此次不幸之战争

中反省”，以最大之努力和决心，扫除过去

的一切纠纷，建立日中“亲善关系”[33]。

对于“和平运动”，汪精卫在1941年

“双十节”演说中称，“和平、反共、建国运

动”与孙中山之革命运动“一脉相通”，革

命运动之目的在于“打破帝国主义之压

迫”，摆脱被殖民之地位。而当今“救国即

是兴亚，兴亚即是救国”，同属一个问题，

“和平反共亦如此”。日本提倡建设“东亚

新秩序”，中国应极力配合，不仅可保中国

“独立自由”，也可实现“东亚之解放”，这才

是辛亥革命之“道途”。“和平运动”要实现，

要有和平的“方法”，汪精卫认为“和平方

法”，应由“局部和平”到“全面和平”，扫平

反日抗日力量的“清乡”运动乃“保障和平

方法也”[34]。汪伪同时也表示，重庆和延安

的抗战行为“破坏”了“和平”，把中国送进

战争深渊，声称要打破一切“和平”的障碍，

把中华民国“从渝共的挟持下夺回来”，完

成“复兴建设”[35]。

而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事实，汪伪却

极力美化，颠倒黑白地说“中日战争”是求

东亚民族之平等，“以达到全世界之永久

和平”，它的目的虽与辛亥革命不同，但是

意义却“并无两样”[36]；“大东亚战争”是“决

定大东亚各国家民族的命运战争”，大东

亚的兴亡，在此一战，中国的成败，也在此

一战。中国与日本“共荣共存”，共同努力

于“大东亚共荣圈新秩序”“无日本，即无

中国，无中国，即无日本”[37]。

三、连接“孙—汪”与汪伪

“正统性”的凸显

附庸日本的汪伪政权，为了建构自身

的政权合法性，在其政治话语里，仍言必

称“国父”“总理”，以孙中山的信徒、国民

党“正传”自居。这在“双十节”纪念中也不

例外。如1940年“双十节”，汪精卫在演说

中表示，处此时刻应对“总理”孙先生的困

苦与“诸先烈就义之壮烈”表示追念[38]。

1941年“双十节”，汪在叙述孙中山的革命

历程时，亦称“国父”孙文先生自中法战争

败北，既有革命之志[39]。

汪伪歌颂“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”并

非真正意在表示“无限敬仰”，相反，目的

在于强调自己才是孙中山的继承者，并逐

渐抬高汪精卫地位，将汪精卫与孙中山连

接起来，建立革命系谱，以构建自身政权

的合法性。汪伪表示既然辛亥革命的任务

并未达到，孙中山与辛亥先烈的遗志就要

有人承继，重庆以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

需努力”连接孙中山与蒋介石，汪伪则以

“和平、奋斗、救中国”来连接孙中山与汪

精卫。汪伪强调自身尊奉“国父遗教”，继

承了“旧国民政府的法统”[40]，而汪精卫领

导之“和平运动”，是“奉行国父遗教”，以

孙中山的“大亚洲主义”和“东亚民族自觉”

为理论基础，继承辛亥革命“未竟之业”，

完成中国的“复兴建设”[41]。

在纪念“双十节”的政治话语中，汪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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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被一些官员与文人描述为孙中山事业

的“唯一”继承者。1942年“双十节”，笔名

“一呆”的作者强调，汪精卫在辛亥时期就

始终跟随孙中山革命，是孙的“唯一信徒”，

也是我们今日的“唯一领袖”[42]。笔名“韦

人”的作者在“纪念”文章中进一步声称，

汪精卫不仅继承了“总理遗志”，而且提出

了“和平、反共、建国的国策”，并认为这是

“救国救民的唯一运动”[43]。

“旧国民政府”党国一体，汪伪在“双

十节”纪念中也从党国一体上论述自己的

“正统”性。汪伪集团不仅强调自身政权的

“正统”性，还说自己是“正统派”的国民党，

是继承辛亥革命的一贯精神，为“真正革

命”的国民党[44]。汪伪称，“我们国民党”是

中华民国的保姆，中华民国三十一岁了仍

然疾病交加，是“保姆没有尽到责任”，中

华民国未能“强壮”，国民革命未竟全功，

完全是“我们国民党员的责任”[45]。

以此基调出发，与重庆国民政府高调

“一个政党，一个主义，一个领袖”的做法

相对，汪伪也在“双十节”强调“三个一”的

论说，以此抬高汪精卫在伪国民政府中的

地位[46]，并凸显自身政权的“正统”地位。

“三个一”的论说源自汪精卫的“中心

势力”说。1941年6月，汪精卫在召开的“全

国宣传工作会议”中，提出了“和平运动必

须以一个主义为中心思想，以一个中心势

力为最高领导”的主张[47]。会议闭幕时，汪

伪政权的宣传部长林伯生明确提出了“一

个领袖，一个主义，一个中心势力”的论

说，林表示“一个领袖”就是以汪精卫为最

高领袖，“一个主义”就是以汪精卫所谓的

三民主义为主义，“一个中心势力”就是以

“国民党”为中心势力[48]。

“三个一”论说提出后，在汪伪“双十

节”纪念中不断被阐释和强调。1941年“双

十节”，蔡培在纪念文章中称，国家是一个

组织，要使这个组织强固，就必须有一种

中心势力来维系，在中国，这个中心势力

就是以汪精卫为中心的“国民党”。以太阳

系为例，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，犹如“国民

党”是现政府中心，太阳周围是行星，犹如

“国民党”周围是各党派。行星与太阳既有

离心力，又有向心力，两力的平衡使行星

整日绕太阳旋转。现政府则在“和平、反共、

建国”大旗下，与“国民党”合作到底[49]。

1942年“双十节”，李之秾为如何从事“复

兴”工作确定了一个“大目标”，即“拥护一

个伟大领袖——汪主席”“信仰一个中心

思想——三民主义”“共同站在一个中心

势力——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之下”[50]。金

山则进一步强调，“本党是拯救中国之唯

一的党，三民主义是建设新中国之唯一主

义”，汪精卫是“救党救国之唯一领袖”[51]。

这样，汪伪利用在“双十节”纪念的

时机，在话语上不断强调汪精卫是孙中

山的唯一继承者，连接“孙—汪”，建构革

命系谱，而且不断高调“一个主义、一个

领袖、一个中心势力”的论说，为汪精卫

进行权力鼓吹，并以此来建构自身政权

的合法性。    

综上所论，对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的

“双十节”，汪伪政权建立后，也予以积极纪

念。这是因为“双十节”承载着革命先烈建

国的历史记忆，是追述和重构这些历史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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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的一个重要时刻，是民国时期各政治力

量表达意识形态、建构自身政权合法性的

重要时域。对“双十节”纪念的这一意义汪

伪是深知的。因此，汪伪每逢“双十节”都

会大张旗鼓予以纪念，他们不仅通过举办

各种纪念活动来展示自身的合法性，而且

还在纪念主题上进行发挥，通过重新阐释

辛亥革命历史与孙中山遗嘱，凸显“中日

和平”“中日一体”，为其“和平运动”服务，

连接“孙—汪”，以建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。

透过汪伪政权的“双十节”纪念，也可以观

察到政治节日、辛亥革命历史资源政治运

用方面的多面性。

（本文系 2009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

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《辛亥革命的百年

记忆与诠释》，课题编号：09JZDW004 ；湖

北省 2010 年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《纪念

与阐释：政府党派与辛亥革命的历史记

忆》，课题编号：[2010]192 的阶段性成果。

本文还获得华东师范大学 2012 年“全国

优秀博士论文培育计划”资助，资助编号：

PY2012014。特此感谢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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